
计算社会科学中的扎根真相①

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在

近年获得长足发展，利用新的计算方法和工具，系统

地发展了社会科学一些概念的新衡量方法，比如社

会地位、角色、团体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其

中变动的身份认同等。[1]大数据的收集使得社会科

学的研究方法产生极大变化，根据人们在网上留下

的足迹可以归纳其网上行为的规律，推论其实际社

会生活中发生的行为，进而构成调查资料、二手资料

之外另一个庞大的资料来源。

然而，大数据过去以资料本身为母体，不强调随

机抽样，不重视因果推论而只强调相关分析的资料

挖掘方法[2], 固然有实务应用的价值，但只能挖掘出

一些预测变量与行为模式，在方法论上以归纳法得

出来的结论是不能作因果推论的，必须要对资料挖

掘结果进行诠释，演绎发展出因果理论并进行理论

验证，才能得到作因果推论的理论模型。[3]换言之，

是理论建构了因果，资料挖掘可以告诉我们“是什

么”，但无法回答“为什么”，从而无法作出有效推论

模型，比如在挖掘什么是中国风险投资产业中（Ven-

ture Capital，简称 VC）风投机构找寻联合投资伙伴的

预测变量时[4]，为什么相同国别、共同邻居数、中介中

心性、关系距离、相同产权类型、相同投资领域数量

等是与联合投资意愿相关性最高的变量？为什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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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邻居数是如此重要？在何种情境下它会变得不

重要（理论模型的边界在哪里）？它如何影响联合投

资意愿（影响机制）？它们之间会不会有中介变量或

共变关系？

进一步，理论又是在相互检验中发展出科学社

群所能认可的因果规律。拉卡托斯[5]的科学方法论

提出了研究纲要建构与竞争的概念，要求建构真正

能在研究纲要中当作硬核（hard core）的理论。基于

硬核，我们可以发展出针对这一特定现象的解释模

型，并用同一社群认可的可衡量的“事实”在“一定显

著水准下证实或证伪”解释模型，这是一个理论硬核

的保护带，“证实或证伪”只是为了理论间“交互验

证”，以说服更多理论的追随者。硬核的追随者大多

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保护带中模型指定可以修正，方

法可以更改，甚至还可以换个模型指定，最后当一个

理论模型换了几个指定都找不到显著的结果时，这

个现象就不解释了，而换个现象又能发展新的理论

模型。但无论如何，都不会动到硬核，只是当一个硬

核的追随者越来越少时，理论间的竞争就出现了胜

败。换言之，是理论建构与理论间的对话、竞争方才

建立了因果机制，进而可以作因果推论，大数据资料

挖掘只是建立理论过程的一个起步，挖掘结果并不

足以建构因果机制与推论模型。

计算社会科学与大数据的结合，一方面，修补了

资料挖掘的不足，使挖掘结果更趋近于相关科学社

群所认可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可以将社会科学研

究的议题与理论指导网上数据挖掘与建模，从而以

验证一些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比如一个地区的社会

网多元化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6]，也可以从计算社会

科学的算法中作出推论性统计，从而产生预测的效

果。比如，从个人的电讯资料中可以挖掘出个人的人

脉圈层，也就是不同亲疏远近的个人中心网[7]。同样

地，在得到电信数据的演算法后，可以推及其他人的

电信往来，得到他们强弱连带的不同圈层。 晚近，这

些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改进了过去大数据研究以数

据挖掘[8]中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为主的研究，

改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如社会地位、角色、社会关系、

身份认同、大五人格、邓巴圈等，设定数据分析的议

题，指导数据中的各类指标的计算以及建模过程，从

而得到了与理论相呼应的算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算法和理论指涉的

现实现象到底是否吻合，这就是扎根真相（ground

truth），以及用扎根真相修正算法的过程（ground

truthing）。[9]

扎根真相简单地说，就是相关科学社群以共同

认可的研究方法收集到的“事实”，其概念来自于遥

感(remote sensing) [10]，指涉卫星与高空照相借助雷达

或X光等手段，最后成像与地面的真实事物到底有多

大差距。这概念引入了数据挖掘与计算社会科学领

域后谈的就是，数据中的各类指标以及这些指标组

合成算法最后与理论指涉的现实概念到底有多大落

差？修正算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逼近现实的过

程。仍以电信数据计算邓巴圈为例，电信数据中有

的只是一个人打了多少人的电话，接了多少人的电

话，每一个通话对象的通话频率、通话时长、间隔分

布、通话地点与时间等指标，要如何组合才能算出两

人间的连带强度？邓巴圈就是由强到弱分成五圈，

得到扎根真相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调研分析对象，让

他们自己说哪些连带强，哪些弱。进而，强弱连带的

指标包括了互动频率、关系久暂、互惠内容以及亲密

程度[11]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扎根真相。换言之，社会

科学理论不仅设定议题，指导算法，也是社会科学的

实证方法，不管是定性访谈还是定量调查，都是进一

步验证算法效度的手段。

如下将扎根真相指导数据挖掘，找到算出“产业

领袖”的方法，并以中国VC产业中联合投资网络资

料加以验证。

如何扎根真相

风险投资自在中国发展以来，就逐渐显现出与

西方不同的投资趋势与投资逻辑。相比较来说，中

国VC更倾向于通过建立关系和圈子来完成VC的联

合投资。一方面，对于整个中国VC界来说，都存在

着一种“主投-跟投”的投资模式[12]，主投者占据着绝

对的资源和市场信息优势，从而拟定投资计划并主

导投资，而跟投者往往由于在整个VC关系圈子的外

围而无法得到有利的信息，只能作为跟随者“分一杯

羹”。基于这样的主投-跟投模式，国内的风险投资

产业中存在“圈子现象”：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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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会围绕在较为强大的投资者周围，形成以大型投

资者为核心、以联合投资为纽带的圈子。圈子现象

表现出几个特点：其一，它反映了中国人以自己为中

心建构的差序格局人脉网的现象，也就是因亲疏远

近不同而有圈内人、圈外人之分，圈内人又有核心与

边缘之分，不同亲近程度的合作伙伴会受到不同的待

遇。其二，虽然每一个VC都在建立自己的圈子，但只

有那些有实力的、在大多数投资中都作主投者建立的

圈子才具有影响力，成为众多VC都想争取合作、加入

圈子的对象。另外，虽然重要的投资者都有自己的圈

子，但整个风险投资产业却是一个小世界网络，也就

是说在圈子之间往往会有“桥”将之联系起来，而扮演

“桥”的角色者往往是重要圈子的领袖。圈子现象表

明，在中国的VC大环境下，政策不确定性、信息不对

称造成的高风险等问题，使得中国的新兴VC机构更

倾向于通过建立关系来获得行业声望和地位，从而长

期获得较好的地位和利益回报。一些老的、大的或有

特殊资源禀赋的风投机构建立的圈子，成为新兴或较

小VC竞相加入的对象，这些能建立自己庞大圈子的

风投机构崛起为产业领袖。

就操作性定义而言，产业领袖就是一家风投公

司在它的绝大数投资中都是主投者。因为每一笔投

资中，往往只有一个主投者拟定投资计划，并代表投

资人进入被投公司的决定机制中。罗永胜、李远

勤 [16]利用 2000—2014年的风险投资数据，来研究风

险投资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的动态演进规律，发现参

与风险投资的机构形成一个网络，其中大多数VC处

于网络边缘，核心区成员个数稳定且占据主导地

位。但该研究仅从理论和数据上进行了核心和边缘

的区分，并没有针对基础事实上的检验。圈子研究

进一步发现，这样的大型投资者中许多已成长为“主

投者”，带领跟投者进行联合投资[14]并在合作中起主

导作用，“主投-跟投”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新兴的VC

机构（绝大多数是跟投者）长期受益。基于社会科学

理论和业内共识，笔者希望找到能够有效度量“产业

领袖”，即具有产业重大影响力的主投者的社会网

络指标。

（一）从定性访谈中定义产业领袖

作为一种重要的行为策略，联合投资越来越被

国内外的风险投资机构普遍使用。一般来说，联合

投资行为分广义上的联合与狭义上的联合：广义上

的联合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共同对某一特定项

目进行了投资，不同的机构可以在不同时间介入该

项目；狭义上的联合投资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

在同一轮融资中对某一特定项目进行了投资。[15]在

对业内人士的访谈中，我们专门询问G对于“产业领

袖”的定义。他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定义，而是提

了几条建议：“千万不要用核心这个词，在社会网络

中找一个词比较合适。风险投资领域在业界里称呼

很少，容易得罪人。”我们对产业领袖的定义主要来

源于对VC行业的基本了解，即在大多数投资中都是

主投者，并且在声望、资源占有和影响力上对业界有

重大作用的VC机构。例如Y在访谈中提到，“股东的

研究机构强，政策资源多……一般都是他们领投并且

排他”。因为有主投-跟投现象，并且经常只有一个董

事会席位，所以只有一个主投可以占这个席位。主投

写投标书，可以占有有利资源，然后寻找合适的跟投，

从而达到共担风险或是共同收益的目的。其中，共担

风险往往意味着跟投者要放弃短期收益，而共同收

益的收益分配也有很大的不平衡。

（二）根据Delphi法寻找产业领袖

一是专家意见调研。首先，我们利用滚雪球的

访谈方法，访谈了多位业界专业人士，并在他们的推

荐下特别挑选对全产业有较深了解的人士，结束前

邀请他们用口述的形式填写一份名单。名单上列明

了2000—2013年中出现过的所有VC名，为了方便专

家的勾选，并将其按照k-shell值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该顺序由于后来的数据清洗方法变动可能会有所

不同，但这并不影响被访谈者的勾选）。访谈员先解

释了前述定义的“主投者”，当受访者被问到“是否认

同该VC在业界中具有较高影响力”这一问题，根据

受访者口述对名单的看法，访谈员在旁边记下该受

访者对每个VC的看法（这里被提到的VC大部分截

止在 k-shell=6，受访者就会停止名单浏览）。需要说

明的是，我们虽然假设k-shell值作为产业领袖的测量

指标，但在访谈时尽可能多地让受访者勾选了VC，

表达了他们对其是否为产业领袖的看法，从而减小

名单对k-shell值指标的直接影响。主要的看法分为

三种：认同、还不错、不认同，分别将其记为Y、G和N

三种。此外，受访者分别对他们认为的一些具体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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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形式和性质进行了补充，我们在后续名单分

析中将其标准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名单提供

时将本土VC和外资VC完全分开，因此在勾选时能

够有较大的公正性。

二是定性资料处理。首先，我们对拿到的名单进

行了基本的处理：（1）名单中去掉PE、天使投资和券商

直投。（2）原有数据中Y表示“肯定其大佬地位”，N表示

“否定其大佬地位”，空白表示被略过不发表意见，G代

表Good（地位还不错）。（3）对除了填字母以外的补充说

明（如“是并购”、“近几年地位不好”等词汇直接默认为

肯定其地位）；填“母基金”由于机构在数据库中体现的

数据都是和VC之间的联合投资，因此将其默认为是

VC并且肯定其为大佬。（4）将外资VC中k-shell值为14

（排名最高）的所有VC的空白处都填上Y（因为这样的

VC“江湖地位”很高，有的受访者会表示同意而不再在

问卷上填写）。具体在筛选时为了统一标准，我们将方

法进行如下整理：（1）将G视作Y，都表示肯定其为大

佬。（2）而对不清楚、不熟这一类的否定补充，将其视为

放弃评判，也就是空白。（3）将在填空处填上PE的机构，

因为他们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是只计算作为VC的联合

投资网络的，所以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已有的机构类型

是VC就可以）。（4）对于填写“现在不活跃”的VC，因为

我们想要说明的是一个动态的数据，那么这个VC曾经

是有名的，我们也将其视作“江湖地位”的一种表现，即

“Y”。（5）只要在填写处出现一个N，就不把它放在“大

哥”名单中。（在本土里，不存在一个人填N剩下人都填

Y的情况，顶多是一N两Y一空白，所以这样的处理可

以保证公平）。经过将原始的勾选名单标准化后，可以

得到一个统一的被分为三级的“产业领袖”名单。

表1 三级“产业领袖”的筛选标准

一级

二级

三级

本土

至少75%都是Y，无N

50%是Y，无N

只有一个Y/G，无N

外资

100%为Y

50%为Y，无N

无

（三）扎根真相

虽然在名单中显示出了三级，但为了研究的准

确性，我们只选取一级领袖为准确的领袖名单，并将

二级和三级视作名单勾选中的干扰项予以排除。在

此基础上，我们得到关于中国VC业界“产业领袖”的

名单。其中，有29家外资和13家本土VC，利用这样

的名单，我们将清科数据库中清洗后的数据的全部

VC分为“领袖VC”和“非领袖VC”两组，用以验证之

后的资料挖掘结果是否有解释力。

如何验证算法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有了扎根真相作比对标准，研究进入资料挖掘

过程，以寻找一系列指标与一套算法去计算出谁是

产业领袖。一方面，我们以清科数据库 2000—2013

年的数据为基础，为联合投资网的生成需要同时在

网上搜索资料加以补充②；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投资

过程中联合投资动机的准确性，将VC投资轮次分为

天使（种子）期、发展期、扩张期和成熟期，去掉天使

（种子）期和成熟期部分的数据，以及和PE联合投资

的情况，共收集到8426条数据记录，从而得到了具有

联合投资经验的 673家VC机构，并且建立他们的整

体合作网络。为了描述风险投资公司在风险投资网

络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使用五种具有代表性的无向

网络中节点重要性排序的指标：

一是度中心性。“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的

重要概念之一，Bavelas曾对中心性作出开创性的研

究，认为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越接近核心，其影响

力越大。度中心性是最直观也是最常用的概念：“度

（degree）”的概念来源于图形理论，描述在网络图中

一个节点与其他多少个点有连带（tie）。[16]我们采用

狭义的联合投资概念，即当且仅当两家风险投资机

构在同一轮风投中对一家企业进行投资，才称两家

机构间有过一次“联合投资”。那么这种联合投资网

络可以用邻接矩阵 A 来描述。邻接矩阵 A = ( )aij
N ×N

是一个N阶矩阵，矩阵元素取值为0或1。 aij = 1当且

仅当节点 vi 与节点 vj 之间存在一条连边时，表示两

家投资机构 i与 j 之间存在联合投资关系；aij = 0 ，表

示两家投资机构之间不存在联合投资关系。在风险

投资网络中，度描述了一家机构曾经与多少其他机

构有过联合投资行为。度越高的投资机构就有过越

多的联合投资行为，在整体行业中拥有更多的合作

者。节点 i的度是指在网络中与节点 i直接相连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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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数目，具体可定义为：ki =∑
j

aij 。在风险投资网

络中，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度可理解为与该风险投

资公司拥有合作关系的风险投资公司数目。度值越

大，说明该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作者数目越多，在一定

程度上也能说明该公司的实力更加雄厚。

二是 k-shell值。k-shell分解[17]是一种基于节点

度的粗粒化排序方法，可以用于判定节点在网络中

所处的位置。首先，网络中度中心性为1的节点可视

为最不重要的节点，当去掉这些度为 1的节点后，网

络中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度中心性为1 的节点，再将这

些度为1的节点及其相连的边去掉，直至网络中没有

度中心性为1 的节点为止。此时，所有被去除的节点

及其它们之间的连边，被称 k-shell值为 1，而剥去了

k-shell值为1之后的新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度中心性

值至少为2。以此类推，直至网络的所有节点都被去

除，此时网络中每一个节点都被划分到相应的k-shell

中，这样就得到整个网络的 k-shell分解。节点的 k-

shell值越高，说明节点越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节点

的影响力越大。在联合投资网络中，K-shell值较高

的机构意味着位于联合投资网络中较为核心的位

置，对整体网络拥有较强的影响力。

三是H指数。节点 i的H指数[18]可定义为一个最

大值 h，满足节点 i 至少拥有 h个度值不小于 h的邻

居。H指数是一个网络局部指标，不仅考虑了自身的邻

居数，而且还考虑了邻居的能力。具体到联合投资网

络中，这意味着VC本身并没有很大号召力，但由于其

合作伙伴的地位很高，它的地位也随之上升。这一点

在行业知识上来说，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检验标准。

四是 LocalRank。LocalRank是一种基于网络局

域信息的排序算法，是一种对度中心性的扩展，考虑

了节点的四阶邻居的信息，节点 i的LocalRank值可定

义为：

LR( )i =∑
j ∈Γi

Q( )j

Q( )j =∑
k ∈Γ j

R( )k
。其中，Γi 表示节点 i的一阶近

邻，R( )k 表示节点 k的一阶近邻及二阶近邻数。

五是特征向量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是一种基

于网络全局信息的排序算法，其基本思想为：一个节点

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其邻居节点的数量，而且也取决

于其邻居节点的重要性。特征向量中心性指标是网络

邻接矩阵对应的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记 xi 为节点

i的重要性度量值，则 xi = c∑
j

aij xj ，其中 c为一比例常

数，i = 1,2,⋯⋯,N 。上式可表示成以下矩阵形式：

x = cAx，x为矩阵A的特征值 c-1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除了网络指标之外，我们还选取了与产业相关

的产业集中度和行业热度两个指标。前者指该VC

机构在 2000—2013年间的所有联合投资中，共涉及

多少家不同的行业；后者指该VC机构在 2000-2013

年间的所有联合投资中，所投行业是否在热门行业

中。至于与投资绩效最相关的 IPO率、投资数、投资

总额等数据，由于数据缺失尤其是在产业领袖上的

缺失非常多，再加上绩效本身就是很大的决定性因

素，因此没有作为分组指标。

（二）数据挖掘与分析

基于清洗好的2000—2013年的联合投资网数据，

我们构建了含有999个节点、2265条边的无权无向的

风险投资网络。该网络中的节点代表各个风险投资

公司，节点之间的连边表示两家风险投资公司之间存

在联合投资关系。该网络的最大连通子图含有601个

节点以及2217条连边，通过访谈获取的中国VC界“产

业领袖”均包含在最大连通子图中。为了方便指标度

量以及使得识别算法更加高效，我们仅关注风险投资

网络的最大连通子图并计算其包含的节点的指标值。

根据以上的网络指标，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

分类方法，使得它的分类结果在统计上与Delphi法得

到的名单最为接近，即最为有效。在评价分类效果

的时候，一方面使用计算机领域中常用的三个指标

来进行评估：（1）准确率计算的是被正确分类的样本

数与总样本数之比。（2）精确率计算的是所有“正确

被检索的 item”占所有“实际被检索到的”的比例。（3）

召回率计算的是所有“正确被检索的 item”占所有“应

该检索到的 item”的比例。另一方面，我们利用Ⅰ型

错误和Ⅱ型错误两个指标来讨论被误判的VC。其

中，Ⅰ型错误又称第一类错误，指拒绝了实际上成立

的假设，为“去真”的错误；Ⅱ型错误称第二类错误，

指不拒绝实际上错误的假设，为“存伪”的错误。Ⅰ
型错误意味着有VC在名单中，但没有被分组结果放

进目标组；Ⅱ型错误意味着有VC本不在名单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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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组结果放进了目标组。

我们首先基于三个网络指标：度、H指数、k-shell

值对601家风险投资公司做聚类系统分析[19]，并将所

有风险投资机构（VC机构）分为三组。通过将其与

“产业领袖名单”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当仅利用网络

指标对其分类时，仍有21+7家产业领袖被排除在外，

同时有 2家不应是产业领袖的VC机构。也就是说，

这样的分类标准并不够准确。进一步分析产业领袖

的属性我们发现，一些 VC 只在少数领域中较为活

跃，或是只投资最热门的行业，从而虽然其在圈内的

联合活动并不活跃，却能够为大众所认可。因此，根

据这一部分产业领袖的行业特征，我们加入了行业

集中度和行业热度。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热门行

业选取的是 2000—2013年所有VC机构投资的不同

行业的次数中，被投资次数最多的 top10行业。通过

计算，我们得到的热门行业分别为：B2C、应用软件、

其他无线互联网服务、新能源、其他机械制造、环保、

网络社区、新材料、网络游戏、IC设计。与此同时，我

们考虑了两个不同的网络指标——特征向量中心

性、Local Rank，以及两个非网络指标——行业集中

度、行业热度。我们根据这7个指标对601家风险投

资公司重新做系统聚类分析，结果发现这次的计算

结果明显好于之前的分类结果。第三组明显找到了

9 家产业领袖 VC，而第一组是明显的“目标非领袖

组”，在第二组和第三组合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近

似地得到完整的“目标领袖”分组。最后，我们可以

计算评价分类效果的准确率、精确率和召回率。

通过对上述分组的判别和有效度检验，可以发

现这样的分组最接近我们的要求，被判断出的VC的

总体情况也最符合我们之前对产业领袖VC的定义。

（三）去真与去伪

我们已经看到了数据挖掘在找出VC界产业领

袖过程中体现出的优势，同时也得到了较有说服力

的结果。然而，依然存在14家非领袖进入“目标领袖

组”，同时有 7家领袖VC被分入了“目标非领袖组”。

虽然我们尝试加入其他的指标，但拟合效果并没有

得到显著改善。因此，我们选择进一步分析被误判

的VC机构本身的特质和数据特性，从而简要解释其

被误判并且难以改善的原因。

7家被分入了“目标非领袖组”的VC，根据成长

历史及现有资料的分析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外

资企业为主，这一类企业本身的投资专业度非常高，

由于在某一重要产业领域中地位极高而被业界公认

为产业领袖。但是，由于其极高的专业性和极窄的

投资范围，在网络指标和产业指标上的表现均不出

色。也就是说，产业领袖 VC 在圈内拥有极高的地

位，但它在寻找伙伴时几乎不会广泛进行筛选，拥有

较为封闭的联合投资圈层。因此，在没有和投资金

额及 IPO率等绩效数字直接相关的资料判读下，我们

很难通过机器学习来找出这一类产业领袖。同时，

因为数据库本身的信息限制，该类外资企业的投资

金额、IPO率等数字缺失较多，因此无法将其加入到

指标之中。另一类以本土VC为主，由于其庞大的资

源（往往是政府资源）和很好的投资表现而被业界认

可，而在后期由于政府政策的调整发生了角色转换，

由直接参与投资的VC变为了对被投公司间接产生

投资影响的PE机构。与此同时，还可能成立一些子

公司来参与直接投资，这使得我们在数据统计时会

发生偏误，也会使其在圈层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取而

代之是名下一些子投资公司的崛起。

与上述“去真”情况相对的 14家非领袖VC被误

判进入了领袖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些老牌

的所谓外资，其掌权者和经理人团队都来自于国内，

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VC刚开始兴起时回

国投资，以其较为先进的视角领先于国内新兴VC，因

此在前期占有很大优势，从而体现出较好的网络指标

数据和产业数据；但后期由于真正外资开始不断涌入

国内，同时国内一些VC也开始崛起，这部分VC的势

力逐渐衰弱，以至于到现在业界已经不承认其“产业

领袖”的地位。第二类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子公

司，在国有企业的资源和资金支持、授权下进行定点

定向的投资，其联合投资行为既没有市场逻辑，也没

有圈层逻辑，纯粹依附于其母公司的控管，类似于“券

商直投”的企业，只是在登记信息时被记为VC机构，

可以在研究中忽略。第三类是纯粹误入的非领袖

VC。这类VC以T公司为代表，利用人脉网络和圈层

与业界领袖形成多次联合投资，但因其自身实力并不

强大，也并没有主导投资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因此并

不被业界认可为业界领袖。但也因其强大的人脉关

系和圈层关系网络，其网络指标和所涉及行业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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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程度，给人以“产业领袖”的假象。

这几项去真与存伪的误差中最常见的案例就是，

曾经的产业领袖正在没落中，或是原来的跟随者正在

冉冉升起，被认可为有潜力的产业领袖，这些需要进一

步以网络动态变化的指标加以解释，是我们在产业网

中寻找产业领袖的下一步研究。而计算社会科学的核

心方法正是不断地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算法与社

会科学调查方法得到的扎根真相之间往往复复地对

话，使得算法越来越接近扎根真相。

大数据研究的新发展：
算法扎根真相的议题、方法与理论

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定性以及定量资

料收集，提供了大数据资料挖掘的扎根真相，这使得

过去做声音、图像、地景之类的大数据研究有了更多

议题、方法和理论上的新发展。

（一）理论驱动的大数据研究的议题空间

早期的大数据研究聚焦在应用上，做描述性统计

和相关性统计期间，多维度交叉整合来分析不同的预

测因子。如图1所示，把收集到的数据当母体，不强调

随机抽样；主要做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不强调因

果推论。这样以数据挖掘为主的大数据研究方法 ，往

往回答了“是何”（what），而不能回答“如何”（How），即

了解过程发展的机制以及“为何”（why），或者说无法

得到因果关系，找不到这些大数据变量和预测因子之

间的内在关系。

图一 data-driven的大数据分析

新一阶段的是理论驱动的大数据研究，采取了扎

根真相的大数据挖掘技术，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大数

据精准分析的议题，也用社科理论指导分析方向和建

模方法，进而以大数据方法刻画用户画像，比如个人

的人脉、社经地位、社会资本、移动规律、大五人格与

生活风格等个人图像。换言之，社会科学理论的功能

之一是为大数据研究提供了新议题。如图2所示，这

些理论又能使大数据研究进一步聚焦在应用价值上，

预测出个人图像，再通过个人图像研究人的行为与态

度，像行为1、行为2等可以是商业类的，如借贷行为、

采购行为、逛网行为、网上交友行为、信用能力等，从

而可以作精准营销、精准推送的研究；也可以是犯罪

行为、社会支持行为、互助行为、心理疾病等，从而对

心理健康、社会组织培育、人口迁徙、社会信任问题等

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进行研究。

图二 Theory-driven（社会科学理论）的大数据分析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定性的或定量的调查数据

或二手数据正是扎根真相的主要来源。这是社会科学

理论驱动的又一个功能，可以判断哪些变量跟社会资

本有关，哪些变量跟生活风格有关（不同社会科学理论

可当作中间变量来构成桥梁，产生不同预测因子），以

此得出较为准确的行为预测分析结论。

（二）计算社会科学中扎根真相的方法空间

计算社会科学在计算机学、社会科学和系统科

学之间建起合作的桥梁，对于传统计算机学科中的

数据挖掘的描述性统计提供了事实基础和理论依

据，提高了其分析结果的可信度和现实性。过去的

系统科学界和计算机学界缺少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

和讨论方法，即使计算出了结果也很难寻找有力的

现实解释。而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网络学派，拥有

统计方法和理论基础，但面对大数据的新时代背景和

动态网的研究趋势，却没有行之有效的数据分析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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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建构方法。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二者结合，

可以展示跨学科合作的进展和成果。就计算社会科学

来说，扎根真相的概念在方法论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它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法来分析由大数

据生成的结构化数据，使得社会科学的知识有了和

大数据进行对话的切入点。简单地说，是社会科学

的理论提供了我们大数据挖掘的议题，比如研究挖

掘出“产业领袖”的计算方法，就是基于风险投资行

业中总有很多圈子，而圈子是一种社会网结构，即围

绕在一个顶点周围因亲疏远近而产生数个圈层的结

构。顶点就是“产业领袖”，所以分析VC产业网络结

构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些顶点。

第二，除了设定议题之外，社会科学的定性或定

量调查方法提供大数据资料挖掘比对的扎根真相。

比如，在德菲尔法的访谈中，我们让业界中一些熟知

业内生态的人选出“产业领袖”。在方法论上，单纯

的资料挖掘不足以建构因果机制，从而很难作出推

论，扎根真相提供了相关学术社群共同认可的“事

实”，同时其背后往往也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基础。比

对“事实”，资料挖掘才意有所指，更为精确；而有了

理论，才说明了因果机制，便于作出因果推论。

第三，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下，与产业领袖最

可能相关的指标被计算出来，并被放入资料挖掘的

模型中。当然，在这一轮的数据挖掘中我们得到的

算法精确度仍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在下一轮的研究

中，基于这次数据挖掘结果，被误判为领袖的 14 家

VC被拿来分析，以了解误判的理由，找到可能的指

标；接下来我们需要收集更多的扎根真相，验证新的

算法。如此一轮又一轮的理论指导→扎根真相→数

据挖掘→得到算法并加以验证→与理论对话得到指

导……直到得到让我们满意的资料挖掘的成果，从

而推论到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产业中的资料。

概言之，计算社会科学结合了社会科学的理论

与研究方法以及大数据资料挖掘的方法，一方面纳

入大数据分析作为验证与发展理论的重要工具；另

一方面指导了大数据的资料挖掘，使之有的放矢，扎

根真相并校正其算法，从而以理论建构出分析结果

背后的因果机制。

（三）中国经济领域的社会网络理论空间

在一个有领导者-跟随者的环境中，在中国往往

围绕着领导者会形成一个关系圈子[20]，风险投资产业

因为每一笔投资都有主投-跟投之分，所以也会形成

领导者-跟随者的圈子结构，领导者的个体联合投资

网也会有差序格局现象[21]，使用算法找出领导者是描

述这样的产业网的第一步。

继之，领导者身边的圈层也可以复杂网络的

ERGM模型得出，一个跟随者是否入圈？是否成为

班底？圈子现象有初识者、熟人与班底之分，但如何

通过联合次数推断出 VC 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易事。

通常的方法可能是研究者根据经验确定一个阈值，

但这无疑有很强的随意性。应用复杂网络研究领域

中的ERGM方法，得出控制条件下的随机模型网络，

并与真实网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次合作只是试

错过程，合作两次以上才算作熟人或者说入圈，7次

以上才属于班底/铁哥们儿；而且这一发现也在访谈

当中得到了定性资料的支持。[22]

一方面，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产业领袖与圈层的算

法之下，划出一个个主要投资者的圈子，以及跟随者和

这些主要投资圈子间的关系，从个人中心网的演化中

去预测VC的种种表现，如营利能力、生存时长、所投公

司的上市比率、兼并比率等。一个产业的整体网也是

由这些圈子组成的，从不同圈子间的合纵连横、此消彼

长则可以看到产业网络的演化，产业作为一个系统，其

动态网演化是预测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23]

另一方面，对于VC界来说，利用动态网的发展机

制，能够在未来预测哪一部分VC有实力和潜力成为产

业领袖，这样的产业讯号对业界来说也具有很大的意

义。基于中国VC产业界的联合投资倾向、“圈子”形态

和“主投-跟投”的联合投资模式，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

了解VC产业界的未来走向和绩效潜力。此外，将动态

网络模型加入到社会网络的研究中，也为中国在经济

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且有效的方法。

可以预见，如果拥有更多的数据支持，我们就能

够给更多的大数据背后的社会科学问题提供更加切

实可信的证据和解释。

注释：

① 感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郭晴、刘济帆，北师

大系统科学学院博士生周建林、李睿琪共同参与此

一研究与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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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清科数据本身就是网上非结构化数据经过整理

而来，为了分析联合投资网络的需要，研究团队另外

从网上下载或比对了四千条数据。大数据这里指涉

的是非结构化的电子印迹数据，往往体量庞大，在社

会科学理论指导下，大多有一个将之整理为结构化

数据的过程，才能为社会科学的分析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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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sion and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A Discussion with Zhou Zhiqiang

Wang Dun
Abstract: The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with a cultural anthropology tendency and the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with a cultural sociol-
ogy tendency are in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where tension and complementation coexist. There are two levels of tension and complemen-
tation. The first pair is at the level of an academic proposition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olitics,
sound, and hearing. For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cultural politics is subordinate to sound, while for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there is at-
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al politics, sound, and hearing, which forms a relationship of tension. The dynamic thinking of the
"trinity" of these three subjects is deepened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academic ideas , in fact,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Secondly, at the level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 primary task of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is to“seek truth”about the complexity of humani-
ties subjects on auditory sense/sound. The primary mission of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is tocriticize, thus raising tension. Both of them
inspec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oder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nd/auditory sense and explore a way to improve. Truth-seeking
and criticism are the two sides of“truth-seeking”at a higher level, which represents complementarity.
Key word: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Cultural Criticism, Cultural Studies

Auditory Culture and the Trap of Cultural Studies
——Reply to Wang Dun

Zhou Zhiqiang
Abstract: "Cultural studies" presents a special approach to "isolation" in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cultural politics. The dialogue be-
tween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and auditory culture is not a "compensatory", "interactive" or "disciplinary" link, but a collis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appeal, academic idea and methodical vision of a particular cultural study. Without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there are
still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but without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not only becomes a knowledge-likes-
tatement, but also may fall into a“pleasure trap”preset by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and turns into a theory defending the

“auditory hegemony”of commodity politics and even cultural politics. The "auditory cultural studies" advocated by Wang Dun seems
only to reject the concept of "vocal cultural research", but in fact, through the topic of "modernity of auditory sense", they attempt to
turn "auditory culture studies" into narratives reviewing the natural history or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changes of sound and the re-
modeling of auditory experience. Replacing or denying the narration is and can only be a meaningful version that people create in their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Key word: Vocal Political Criticism, Auditory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Cultural Criticism

The Core of Marxism: Liberating the Proletariat and Mankind
——Also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re and Auxiliary in Marxism

Fan Hongfa
Abstract: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re and auxiliary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answer“what is Marxism and how to
treat Marxism”. Devoting to the liberation of proletariat and mankind is the consistent core of Marxism, and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heori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uxiliary, which reflec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core of Marxism, varies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Each adjustment of the auxiliaries constitutes the specific representing forms of Marxism. The liberation
agenda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needs to extend the peripheral conditions and adjust the auxiliaries.
Key word: Marxism, Core, Auxiliaries, Liberation of Proletariat and Mankind

Rectification of“Bureaucracy”: How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Bureaucracy i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Li Liguo

Abstract: As a specific form of modern social organizations, a university is also based on the bureaucracy in its management and gover-
nance. Each coin has two sides. Bureaucracy is usually criticized by scholars and its disadvantages are inevitable. Nevertheless, re-
searchers still cannot find a suitable system to replace it. Bureaucracy is a vital framework design and operation regulation in the man-
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it promot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higher educa-
tion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 comes into conflicts with the essential characters of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In particular,
bureaucratization may lead to the administration to some extent.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bureaucracy in a more correct way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Key word: Bureaucracy,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Power Hierarchy, Hierarchy System

How does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Take Root in the Truth
——How to Find the "Industry Leader" of Venture Capital in China

Luo Jiade & Fan Yi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ground truth in data mining. The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VC) in-
dustry network is used as an example to show how ground truth can help identify industry leaders. Guanxi Circle theory states that lead-
ers have a group of followers that form an ego-centered network. In the Chinese VC industry important companies generally lead invest-
ments and have their own network of companies that act as their followers, in other words, a Guanxi Circle. To identify these leader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Delphi method. We interviewed four experts to build our list of VC industry leaders, creating this paper's
groundtruth. We then used various predictors and computing methods to find the best model to get accurate predictions. In the final sec-
tion, we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ground truth on bo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 Industry Leader, Network Analysis, Rooted in the truth, Venture Capital,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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